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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中国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及其与惊奇程度和过度自信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假想设计

的范式，选取 138 人进行年鉴问题的问卷调查，其中 92 人参与一周后的过度自信的问卷评估，另有 74 人参与惊奇
程度的问卷评估。 结果：①中国被试在年鉴问题上普遍存在事后聪明式偏差。 ②被试对惊奇程度高的年鉴问题的事
后聪明式偏差程度要小于对惊奇程度低的年鉴问题的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且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比，中国被试对

问卷中年鉴问题的反馈结果表现出较小的惊奇感。 ③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与其过度自信水平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 结论：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与其过度自信水平以及对年鉴问题的惊奇程度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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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gree of hindsight bias among Chinese participa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prise level and overconfidence level, respectively. Methods: The study adopted the paradigm of hypothetical design,
138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Almanac Questionnaire, among which 92 participants were assessed by Overconfidence
Questionnaire one week later, and there were another 74 participants assessed by Surprise Rat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Chinese participants were found widely vulnerable to hindsight bias. ②Participants showed higher hindsight bias when
they faced almanac questions of lower surprise than those of higher surprise, and Chinese participants rated relatively low
in face of the feedbacks of almanac questions in Surprise Rating Questionnaire. ③Participants' hindsight biase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ir overconfidence. Conclu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nts' hindsight bias and their overconfidence and surprise at almanac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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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个体在获知某事件的结
果时， 会倾向于表现出自己在事前就已预测到结果
的倾向， 该现象被称作事后聪明式偏差 (hindsight
bias)[1]。 如给被试呈现一道题目，被试在未知结果的
条件下给出估计值 B (baseline)， 呈现正确答案 F
(Feedback)后，要求被试回忆出自己最初的估计值，
记作 Ep (posterior estimate)，则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
差 HB=(Ep-B)/(F-B)[2]。
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将文化因素纳入对该现象

的探讨中[3，4]。 Peng和 Nisbett 指出，文化因素导致了
中美在推理方式上的差异 [5]；相较于美国人，亚洲人
在进行因果推理时更多地考虑基线信息、情境因素，
而非仅着眼于行为者[6]。 根据 CMT模型(Causal Model
Theory)，事后聪明式偏差是因果推理的产物 [7，8]，其程
度取决于对推理的成功体验。其中，惊奇感是人们用
以衡量成功体验的重要指标[9]。 由此可假设，亚洲人
在推理时采用的多种原因模式可能会增强推理的成

功体验，减小对惊奇的感知，进而表现出事后聪明式

偏差的增大。 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体差异如智力、暗
示性、认知需要、专业技能水平等与事后聪明式具
有一定的相关[10]。 本研究选取过度自信 (overconfid-
ence)为探讨的相关因素，一是因为中国被试在年鉴
问题上表现出比西方人更多的过度自信[11]。 二是由于
目前对过度自信与事后聪明式偏差之间关系进行直

接探讨的研究还很少，两者的关系尚不明朗。 因此，
本研究着眼于探讨中国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及
其与惊奇程度和过度自信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的评估
1.1.1 研究对象 选取大学本科一、二年级学生，以
及部分一年级研究生，共 138人。 其中，男 37 人，女
101人，平均年龄为 20.97±2.69岁。
1.1.2 研究工具 采用 Pohl 等人 [3]的实验材料，在
保持原问卷完整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翻译，翻译原
则是：符合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保证题目
的可理解性。 翻译后的问卷题目由意思表达完整的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年 第 17 卷 第 4期 ·411·



20个短句组成。 此外，问卷分为两个版本，A版本中
题号为奇数的题目， 在呈现问题后直接给出了正确
答案， 并要求被试想像自己在未知答案的情况下会
给出的估计值，如“目前全世界有多少种语言正在被
使用(不计方言)? 正确答案：4300；在未知答案的情
况下，你的估计值是 ____”；而题号为偶数的题目，
呈现问题后直接要求被试给出相应的估计值 （不呈
现正确答案），如“金丝雀的平均寿命为多少年？ ；你
的估计值是 ____”。 B版则刚好相反，题号为奇数的
题目不给予正确答案， 而题号为偶数的题目则给予
正确答案。
1.1.3 研究程序 研究以问卷形式在课堂上集中施
测， 被试完成问卷研究可获得一定的学分认证。 要
求被试在问卷上留下基本信息（学号，姓名等），并告
知被试对基本信息的填写是为了记录出勤情况，但
实际上对基本信息的填写是为了配合后续的研究。
1.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1.5 完成数据的统计
分析。 将被试对题目的估计值和答案分别进行标准
化后，得出两者之间的平均差距。
1.2 惊奇程度评估
1.2.1 研究对象 选取大学本科一、二年级学生，以
及部分一年级研究生，共 74人。他们均未参加过“事
后聪明式偏差的评估”的实验。 其中，男 15人，女 59
人，平均年龄为 21.52±2.93岁。
1.2.2 研究工具 采用惊奇程度的评估问卷， 问卷
内容与“事后聪明式偏差的评估”所用题目相同。 区
别在于，题目后直接给出了相应的正确答案，从而可
以根据不同题目的答案所引起的惊奇程度， 对其进
行高低惊奇程度划分。 问卷制定了 11点量表（“0”：
一点也不感到惊奇；“10”：感到高度惊奇），要求被试
根据自己看到答案时的真实感觉做出相应的惊奇程

度评估。为避免被试在做出判断时受到自我展现、社
会比较等因素的影响， 本实验在指导语中特别注明
“被试对惊奇程度的评估与知识水平无关”。
1.2.3 研究程序 与“事后聪明式偏差的评估”研究
同时进行，研究程序的要求与之相同。
1.3 过度自信的评估
1.3.1 研究对象 选取大学本科一、二年级学生，以
及部分一年级研究生共 92人。 他们均参与过“事后
聪明式偏差的评估”实验。 其中，男 28人，女 64人，
平均年龄为 19.98±0.93岁。
1.3.2 研究工具 参照过度自信问卷的翻译版，根
据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知识背景， 对其包含的题目
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和改编。 通过置信区间来研究过

度自信，如“在 90%的自信区间内，请估计长江的长
度在....（较低估计）到....（较高估计）”。该问卷共包含
10 个题目，题目内容由一般性知识构成。 该问卷的
测量方法被称为“惊奇指数”（surprise index），如被
试对长江的长度在 4000公里（较低估计）至 5000 公
里（较高估计）的区间内有 90%的自信，而事实上，
长江的长度为 6300公里，即被试所估计的区间不包
含正确答案，则被记作“一个惊奇”。 若被试答错了 7
道题目（惊奇指数为 70%），则将被试的过度自信程
度记为 70%[12]。
1.3.3 研究程序 以问卷形式在课堂上集中施测，
被试完成问卷研究可获得一定的学分认证。 所有被
试均参加过“事后聪明式偏差的评估”的研究，两次
问卷研究时间间隔为 1周。

2 结 果

2.1 中国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
以反馈类型（呈现正确答案，不呈现正确答案）

为自变量， 标准化后的估计值与正确答案之间的平
均距离为因变量。 中国被试对问题的估计值受到反
馈类型的显著影响， 即表现出明显的事后聪明式偏
差。 给予正确答案时估计值与正确答案之间的平均
距离显著小于不给正确答案时与正确答案之间的平

均距离，分别为 2.30 和 2.46，t=-4.93，P<0.01，总体
的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为 0.79。
2.2 事后聪明式偏差与惊奇程度的关系
根据 74个被试在 20个题目上分别做出的惊奇

程度评估，将其划分为高惊奇组（M=5.48，SD=1.59）
和低惊奇组 (M=2.44，SD=1.03)，每组各 10 个题目。
结合 138个被试在 “事后聪明式偏差的评估” 的结
果， 计算出被试在每道题目上的平均事后聪明式偏
差， 并对高低惊奇组中题目所对应的事后聪明式偏
差程度进行 t检验。结果发现，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
差在高低惊奇组的题目上达到显著性差异，t=2.69，
P<0.05。即相对于令人感到高度惊奇的年鉴问题，被
试对令人感到低惊奇的年鉴问题， 表现出更大的事
后聪明式偏差程度。
2.3 事后聪明式偏差与过度自信的关系
检验了 92 名被试在事后聪明式偏差评估的得

分与过度自信评估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结果发现
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与其过度自信水平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r=-0.23，P<0.05）。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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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显著，接近 Pohl 等人研究中的总体平均水平 [3]。
由此可见，文化因素所导致的推理方式的不同，并没
有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程度产生影响， 与 Pohl 等
人，Yama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3，4]。 但这个推论的有
效性受限于实验材料本身，有待进一步考证。因年鉴
问题的叙述力求简洁， 不包含可用于推理过程的附
加信息， 也没有可以支持反馈结果的先行条件；而
CMT 模型是基于有具体情境描述的实验材料而建
立的[7，8]。 此外，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年鉴问题属于
数字型题目， 因而考察所得的事后聪明式偏差可能
包含了一定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
对惊奇程度的评估结果显示， 中国被试的平均

惊奇水平，低于 Pohl 等人测量的德国被试的惊奇水
平[3]。 并且，被试对高惊奇程度题目所表现出的事后
聪明式偏差显著小于低惊奇组， 即惊奇程度与事后
聪明式偏差呈负相关 [9]。 引起中国被试较低惊奇感
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一是由于中国被试对年鉴问题
存在比西方人更高的过度自信 [11]，因而在看到正确
答案时，倾向于从“我应该知道这个结果”，而非“我
能够（在未知结果的条件下）成功预测这个结果”的
角度做出惊奇程度评估； 二是由于假想设计更容易
引发个体的必然性需要 [13]，虽然从中国被试实际对
问题的估计情况看， 其对正确答案的预测准确性较
低， 但被试可能在对正确答案的主观接纳度较低的
情况下， 同时认可正确答案在客观上的真实性和可
信性。 这也可能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Peng 和
Nisbett 的实验表明，中国人相对于美国人，更加偏
好辩证性的谚语，即使它与原有的价值观存在冲突[5]。
对过度自信的评估结果表明， 过度自信与事后

聪明式偏差呈负相关。 结果的产生可能存在三种解
释：一是由于低过度自信被试对“正确答案”的高置
信度所致。越是低过度自信的被试，对自身能力的评
价越低，对“正确答案”的置信度越大，因此导致了更
大的事后聪明式偏差； 二是因为一些社会性动机的
驱使， 低过度自信的被试可能因其相对较低的自尊
水平，而引发自我展现或印象管理的需要，而假想设
计的范式特点， 为他们提高自己的预测能力提供了
条件；三是由于元认知体验中的消极因素，如对问题

的低熟悉度、 提取相关信息时的加工受阻和难度体
验，引发了低过度自信被试较高的焦虑水平，以致其
倾向于和正确答案保持一致，减小焦虑引起的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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